“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影响历经几十年而不衰，堪比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它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是，十多年过去了，却很少拥有某个系统深刻的研究成果。

　　一

　　自20世纪70年代始，I.沃勒斯坦、J.阿瑞吉、T.霍普金斯等学者以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的“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文明研究中心”为基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修正、补充和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同时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与方法来修正和补充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而形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沃勒斯坦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积极地领略和运用了依附理论的“边缘—中心”理论、“不平等发展”理念、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范式、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批判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批判精神，分析非洲的落后贫困问题、世界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这一理论的正式问世是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在1974年出版为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世界体系》3卷本全部出版，这部巨著以及其他论著完成了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方法、价值取向等基本内容的规范性界说。在这一时期，霍普金斯、阿瑞吉、阿明、多斯桑托斯、彼得拉什、法农等世界知名学者也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引导下，学者们一方面深入探索前苏东剧变的深层根源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具体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异常变化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不确定影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丰富和深刻化。

　　总体上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内容。

　　第一，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范式。首先，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创立了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以期取代西方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和马克思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位对世界历史所作的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长时段”和“大历史”视野为特征的周期研究法，用于考察历史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其次，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马克思的历史批判以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否思”（即否定性思维）思维方法，以期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研究范式，试图获得对历史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新解释；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为特征的“一体化学科研究”，用于消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范式的缺陷，以及西方教育学科体系的“学科分隔”之弊端，追寻学科知识融合之新思路。

　　第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体系结构——“世界体系”，在其中，中心区集中了发达国家，边缘区集中了发展中国家，位于两者之间的地带集中了那些较发达国家，因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均衡的”、“不平等的”结构体系，这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和不平等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得以进行提供了坚实基础。关键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成与扩张等同于“世界历史”的生成与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又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含了亚经济体系、国家间体系和文明间体系，它还是历史体系或社会体系。作为“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世界体系”；作为“历史体系”，资本主义是一个生命体，遵循着“上升—平稳—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呈现出长周期和中短周期不断地交叉发生的复杂状态。在历史的总趋势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灭亡。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理解。与传统理论不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反体系运动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等三种理解维度。在它看来，第一种社会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修改，它是老左派运动的意识形态，因为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与此不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种社会主义始于列宁的俄国革命，成为20世纪最大规模的世界反体系运动；第三种社会主义尚未出现，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替代物极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性解读。“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科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等三种理解维度。在它看来，第一种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始于列宁的俄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者们反体系运动的行动规划；第三种马克思主义源于前苏联的教育学科体系，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教育知识。因而，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总和构成的，而是由人们为了发动某种“反体系”的政治行动而提出来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构成的，换言之，它是由那些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学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实践中不断提出的主要观点“汇集”起来的理论。

　　从以上内容上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一些新的理论特征。其一，融合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跨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视界，融合了广泛的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就此而言，它不仅超越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而且优越于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神学马克思主义等。其二，原创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某种意义的原创性，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则更为鲜明突出。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诸如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结构，还是一个生命体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创立了“长周期”研究法、“否思”思维方法、“一体化学科研究”法，乃至“世界体系分析”范式，把“世界体系”作为考察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分析单位等。其三，批判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理论而创立了“否思”思维方法，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科体系之弊端，提出了消解学科边界，广泛融合学科资源，促进人类文化的良好发展；它还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而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关于历史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等。其四，修正性。比如，“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修正为反体系运动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修正为“历史阶段论”，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板块结构扩张论”，把马克思的“危机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和“霸权危机”等，这类“修正”要比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判识更具有“颠覆性”。

　　二

　　客观地讲，“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和发展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推进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研究。可以说，加强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既有助于人们改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知，变革我们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有助于人们从学理上强化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有助于全面客观地探索它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贡献。可是，我们的研究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现存的研究成果很少有系统深刻的力作。总体情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形。

　　第一，一批学者在史学语境中研究“世界体系论”，而不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索“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这类研究的成果虽然比较多，但它们至多把“世界体系论”视为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没有循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去探讨其生成逻辑、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等基本内容。比如，张广智先生和江华先生认为，世界体系论是“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学派或一种类型” 。其实，这类理论的论证视阈和成果对于论证“世界体系论”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不充分的，至多告诉人们它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理论，更不要说用它来确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和理论价值。

　　第二，更多的研究虽然不是从纯粹的史学视阈出发，而是在一种汇集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语境为一体的混合性语境中展开探讨，但它们几乎都停留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名义的指认上，而没有把自身的研究和视阈推进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语境及其本质内容上。比如，王正毅、庞卓恒、吴瑛、焦建华、赵自勇等先生的研究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世界体系论的一种“酵素”，而不是视为它的基本特质，更没有深入地探索其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所做的实际贡献及其内在的马克思主义意蕴的实质。这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认知是吻合的。很多国际权威观点也不过是把世界体系论视作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激进主义左派”理论，也没有多少关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性成果。这也启示我们，这类研究压根儿就没有关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觉悟”。

　　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少数学者明确地使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指称沃勒斯坦等学者创立的“世界体系论”，这为我们确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种学理性支持。问题在于，这类指认彼此之间既不一致，也存在某些混乱。曾枝盛先生早在《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1998年）一书中就介绍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问题在于他的指认很容易让人们把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都视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的、本质的构成内容。 可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依附理论只不过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而不是其理论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曾先生的指认得到了梁树发教授的支持，后者在《冷战结束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一文中把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明人” 。可见，二位先生虽然都向我们展示了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意义，但其介绍的情况之简洁及其严谨性之欠缺使其说服力不足。

　　第四，一些学者本文作者在现存的研究之基础上尝试着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价值作了初步的系统性探讨，形成了一批成果。比如，《马克思主义：在沃勒斯坦的理解中》（载《华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载《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简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复旦）第七辑]等论文，一方面揭示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成逻辑、理论主题、研究方法、理论价值等，向人们第一次展示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貌，另一方面探索了沃勒斯坦的理论贡献，这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帮助。

　　三

　　总而言之，现存的研究没有全面深刻地展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价值，这是不利于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有许多条，但如下几条是不可忽视的：（1）我们的绝大多数人员缺乏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深受自身专业的学科视界和研究范式制约；（2）相当多的研究停留在概念和理论介绍的抽象层面上，而不愿意展开系统性的研究；（3）现有的资料是在最近十年间陆续引入和翻译出版的，还有相当多的原始资料未被引入。从这种情况看，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问题意识”。刚才已说，在我国学者中，仅有少数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思考“世界体系论”，更多的人都可能不承认“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新思潮，甚至连这样的问题意识都还没有确立起来。这就启示我们，首要的工作还是努力帮助更多的人树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觉意识”，其次需要帮助人们明确这一研究对象的“问题框架”。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问题框架”，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框架”是指“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的结构” 。只有从问题框架出发，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判定一种理论的内容及其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如下问题着手，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资本主义演进特征和规律问题、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运动与反体系运动的关系问题、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与霸权周期的关系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在事实上构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因而，强化研究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状态下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提升视界融合能力。事实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体化学科研究的引导下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理论，不仅跨越了多种学科视界而且融合了众多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这在客观上也必然要求研究者具备多重的理论视界。如果我们仅从某个单一学科视界去研究它，极可能会陷入某种片面、误解、乃至曲解之困境中，因而我们至少需要建构某种“交叉学科视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理论转向——从传统哲学视界转向跨学科或“多元学科”视界——的一种代表性理论，它的问世和发展说明了上述“理论转向”取得了某种成功。这也说明，我们需要从一体化学科研究出发，打破学科边界，提升对多种学科视界的融合能力及其资源的整合能力，以便展开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研究，揭示其多重维度的理论意义和内涵。其实，这种融合能力也有助于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的总体”研究，确证其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

　　第三，培养创新思维。“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有着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力，根源于它的许多新理论具有独特的见解，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它的理解需要某个“创新思维”，并在它的引导下展开对这一理论的深刻系统的研究，揭示其众多新观点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当然，诸多新观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它的理论创新是一种批判继承的“扬弃”活动，恰恰相反，它的“创新思维”包含了那种“阿多诺式”的否定性思维，即“否思”思维。这也启示我们，带着真正的“创新思维”来理解“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更能够理解它的理论实质和精神追求，也更容易懂得它的“创新”和“否思”的真谛，从而也能够真正地体会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激进主义左派”理论之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引领下，培养真正的“创新思维”，不仅是研究这一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是批判这类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力量。

　　第四，建设专业的研究队伍。由于我国学术界从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性人才很少，因而严重地制约了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也就是说，没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哪里能形成像样的研究成果呢！因而，在新时期，首先要加强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建设，改变现在的研究力量严重不足的困境；其次要加强学术队伍的思想修养和学术道德操守的训练，杜绝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再次要着眼于队伍的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保障这一研究工作可持续进行下去；最后要加强领军人才的培养，以学科建设为导向，设计一条研究思路，立项一批课题，推出一批精品成果，以期深化我们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

　　第五，强化引入工作和翻译工作。既然这项工作事实上制约了我们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刻化和系统化，我们现在就得设法疏通渠道、拓宽工作领域、加大工作力度，系统地引入和翻译相关著作和外文期刊的相关专题性论文！比如《评论》、《新左派评论》、《今日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纪实》、《激进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每月评论》等期刊上的相关文章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译介。此外，在继续关注沃勒斯坦、阿瑞吉、阿明等学者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译时，还需要加大对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译工作。如果这项工作做得不系统、不深入，那我们的深刻系统性研究就成了对空放炮。
